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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不確定感對組織聲譽的影響

姚惠忠、賴裕濱、林錦宏、凌儀玲

摘要

本研究以情緒認知雙因素模型為理論架構，探討因危害不確定感

所引發的認知與情緒是如何相互作用及其所造成的影響。研究結果不

僅驗證不確定感會影響組織聲譽，還發現不確定感是如何對組織聲譽

產生影響的路徑。主要發現包括：（1）恐懼透過風險知覺影響怒氣。

（2）風險知覺透過怒氣影響責任知覺。（3）誘發風險與責任知覺的情緒

來源不同。（4）組織欲進行形象或聲譽修護，應該兼顧責任知覺與風險

知覺。（5）認知導向與情緒導向模式同時存在且交替出現。根據以上研

究發現與結論，本研究指出若干對危機傳播理論的貢獻與管理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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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給危機管理者最大的啟示是：重視並針對公眾風險知覺的危機

回應策略，才是真正以公眾為中心的危機傳播思維。

關鍵詞：不確定感、組織聲譽、負面情緒、風險知覺、責任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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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Uncertainty Affects an Organization’s 
Reputation during C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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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motion-cognition dual-factor model of crisis communication,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ons and consequences of uncertainty-

invoked cognition and emo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not only verified that 

uncertainty affects the reput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but also showed how 

uncertainty affects the reput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The main findings 

included the following: 1) fear affects anger through risk perception; 2) risk 

perception affects responsibility through anger; 3) fear triggers risk perceptions, 

while anger triggers responsibility perceptions; 4) an organization seeking to 

repair its image/reputation should focus on public perceptions of risk and 

responsibility; and 5) cognitive-oriented and emotional-oriented mode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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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h simultaneously and alternately. The findings of our study contribute to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ies and have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suggesting 

that a crisis response strategy based on the target audience’s perceptions of risk 

could foster public-centered thought about crisis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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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動機

不確定性（uncertainty）是危機的屬性之一，事件的不確定性可能會

引發人們的不確定感，不確定感是危機傳播文獻經常提及的一項知覺

（Coombs, 2015; Seeger, 2006）。當危機事件發生時，人們常常感受到不

確定感。儘管風險和危機傳播的最佳操作都強調「承認不確定」的重要

性（Covello, 2003; Heath, 2006; Reynodls & Seeger, 2005; Seeger, 

2006），而且危機的定義也多聚焦於不確定的特質（Millar & Heath, 

2004; Seeger, 2006）。但既有研究還沒有從理論上確切地說明傳播者應

該如何更好管理不確定感，以幫助公眾作出妥善的應對與反應（Liu et 

al., 2016）。因此，學者呼籲組織在危機中如何成功地管理不確定感需

要更多的研究（McPhee & Zaug, 2001）。Liu等（2016）更直言，危機傳

播學界需要針對不確定感、危機與傳播三者交集的實證研究。

危機傳播領域以認知評價理論（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為主要理

論典範。該理論假定人們對於環境的評價，會導致他們產生不同的情

緒（Lazarus, 1991），因為評價是一種認知。因此，認知評價理論主張

「認知引發情緒」。提出歸因理論（attribution theory）的Weiner（1985）也

指出，當事情出錯的時候，人們會想要了解是誰該擔負錯誤的責任，

並加以究責，然後才產生了情緒，這本質上就是一種評價。因此，歸

因理論雖然不屬於認知評價理論體系的理論之一，但也與認知評價的

理論基礎一致。

根據歸因理論所發展出來的情境式危機傳播理論（situ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y, 以下簡稱SCCT）也主張在危機情況下，人們會先

想要釐清危機的原因，以及誰應該負起責任，這都屬於認知，其後人

們才會因為知道了原因與責任歸屬狀況，而產生不同的情緒（Coombs 

& Holladay, 2005），因此，SCCT的理論依據，與認知評價理論的假定

是一致的。簡言之，SCCT符合認知評價理論的基本假定：危機訊息刺

激了人們先產生對危機事件狀況的評價，然後產生了情緒。

然而，有些學者批判認知評價理論的普遍性，進而質疑：評價可能

不是人們接觸危機訊息後的第一個反應，可能情緒才是第一個會觸發的

心理反應。情緒認知雙因素危機傳播模型（emotion-cognition dual-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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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of crisis communication, 以下簡稱ECDM）主張，公眾在危機爆發

初期，缺乏足夠訊息進行系統性與深思熟慮的評價，且危機事件具有立

即性與出乎意料性，在這種情況下，曖昧與不完整的危機訊息所造成的

不確定感，首先引發的是情緒反應，而非評價認知（Lu & Huang, 2018）。
ECDM這種推論雖然有其道理，但他們的推論乃聚焦於「資訊的含

糊與不完整」所造成的結果；而認知評價理論則立基於較完整準確而足

以能產生某些認知的資訊。因此，本研究認為：當危機資訊較為完整

正確時，人們會先進行資訊處理程序，亦即先產生認知，再產生情緒；

而當資訊含糊曖昧或不完整時，人們可能無從產生較為明確的認知，因

而會先產生情緒。

資訊含糊曖昧或不完整所產生不確定感的情況經常可見，例如在

醫學或先進科學的相關領域內，由於某些事情的因果關係未定，學者

專家之間莫衷一是，導致民眾對這類「無法證實虛假，但卻曖昧含糊」

的訊息，有無從判斷評價之嘆。特別是與民眾本身攸關的核能、食品

安全等相關領域，當民眾接觸「核能是否安全」，或者「某些化學添加物

是否可能對人體有害」的資訊，他們無法自行判斷，只能選擇透過專家

或科學證據來判斷。但當專家之間沒有定論、科學證據難以明確證實

的情況下，所產生的不確定感，根據Lu與Huang（2018）的推論，首先

激發的很可能就是情緒，而非認知評價。

由於過去危機傳播領域少有人探討這類情況，ECDM也仍未進行

實證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根據Lu與Huang（2018）的推論，探究含

糊或不完整、不明確危機訊息所導致的不確定感，激發出來的心理反

應的前後順序。本研究主張：資訊含糊或不完整所造成的不確定感，

會先導致情緒，再影響認知、行為，本研究將據此提出一個理論性框

架，以解釋不確定感所引發的心理反應鏈。

文獻回顧

情緒與認知的因果關係，學界素來有不同看法，認知評價理論主

張，認知先於情緒（例如：Lazaru, 1991；Lerner & Keltner, 2001），而

另一派認為情緒先於認知（例如：Sonnemans & Frijda, 1994）。在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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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領域，SCCT就是以認知評價理論為基礎，探討歸因認知對情緒的

影響（Coombs, 2007; Coombs & Holladay, 2005），但晚近有危機傳播學

者主張情緒先於認知的觀點，探討公眾對於危機事件的反應（Lu & 

Huang, 2018）。

上述兩種觀點雖均有其依據，但也有學者認為，情緒與認知是共

同存在的，我們的行為是由兩者所共同決定（Golman, 1995），根據此一

說法，本研究認為，關鍵議題可能不在於兩者的因果關係，更重要的

是兩者並存時所產生的互動關係。因此，本研究從「情緒與認知的雙軌

及其互動」為基礎來建構概念模型，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公眾在不確定

感被激發後，引發的情緒與認知各自如何衍生後續結果，以及兩個軌

道的互動關係。

情緒、認知雙因素模型與不確定

在社交媒體盛行的環境中，情緒傳染的速度與範圍令人難以想

像，這也讓情緒在危機傳播的過程中越顯其重要性。但Lu與Huang

（2018）指出情緒體驗對認知過程的影響在危機傳播研究中尚未被充分

探索。他們認為公眾的情緒體驗在組織危機中發揮著關鍵作用，但目

前還沒有一個全面性、理論上健全的模型來分析情緒如何影響危機資

訊的認知處理。因此Lu與Huang提出ECDM，主張公眾在應對組織危

機時可能遵循認知導向和情緒導向兩種模式處理資訊，並闡述了認知

和情緒是如何分別或相互作用地影響公眾對危機資訊的處理。

所謂認知導向模式，是指公眾經由「認知」產生「情緒」（cognition-

to-emotion approach），繼而影響公眾對組織的評價。至於情緒導向模

式，則是指情緒會透過認知影響公眾的態度與行為，亦即「情緒」影響

「認知」（emotion-to-cognition approach）。Lu與Huang（2018）認為SCCT

僅聚焦於公眾透過理性評估危機類型、危機責任、過去表現和危機歷

史等認知，如何形成公眾情緒的過程。換言之，SCCT只側重認知導向

模式而忽略了情緒也會影響認知的過程。Lu與Huang直言這種觀點降

低了充分解釋情緒和認知之間相互作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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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DM認為在危機事件的初始階段，公眾收到的危機資訊並不完

全，因此公眾對初始危機資訊的認知評價可能引發情緒反應（認知影響

情緒），並與隨後的認知過程相互作用（情緒影響認知）。換言之，當危

機發生時公眾可能不是立即感知事件的客觀事實，而是根據組織或媒

體發佈的資訊作出反應。因此公眾的情緒體驗往往受到初始危機資訊

框架，而非系統評價的影響（Lu & Huang, 2018）。當媒體框架危機事件

可能威脅公眾安全時，公眾在無法掌握確切資訊情況下就可能產生不

確定感，但ECDM並未將不確定感知納入模型。本研究將不確定感納

入模型，以期檢視認知和情緒是如何分別或相互作用地影響公眾對危

機資訊的處理。

根據危機的定義，危機是高度不確定的事件（Seeger, 2006），危機

可能讓人感到強烈的不確定感。「不確定感」是指「個體對於自身不能夠

正確預測某事的知覺」（Milliken, 1987, p. 136）。不確定感一直被人們視

為一種負面或不想要的狀態（Liu et al., 2016），此狀態刺激人們採取若

干應對策略（coping strategy），這些策略的目的，在降低不確定感這種

知覺或不適（Berger & Bradac, 1982）。
Allen等（2007）歸納過去研究指出，不確定感的主要原因包含模稜

兩可、相互矛盾的資訊，或者僅僅因為缺乏資訊。Markon與Lemyre

（2013）也確認出三種不確定感的來源：缺乏知識、互相矛盾的資料、

以及含糊不明（ambiguity）。正因為這些原因或來源，所以不確定感會

引發人們對資訊的需求（Berger & Calabrese, 1975）、威脅的感知

（McGlone et al., 2013）以及恐懼的情緒（Goodall et al., 2012）。

既有文獻雖表明了不確定感的來源，也指出不確定感會影響資訊

需求與負面情緒，但這些可疑資訊在食品安全危機情境下是否仍造成

公眾的不確定知覺，進而影響後續的資訊處理模式，仍然缺乏探討。
Liu等（2016）就建議應該探討哪些資訊最有可能產生不確定感，以確認

不確定感與情緒、責任歸因的關係。因此本研究提出：

研究問題： 專家意見分歧、科學證據矛盾、缺乏證據等可疑資訊

是否能有效誘發一定程度的食品安全不確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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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感、恐懼與風險知覺

有關不確定感與情緒的關係，近年來行為決策神經科學領域有大

量的研究投入（Glimcher & Fehr, 2014）。其中許多研究皆觀察到當人們

面對不確定情境時，大腦許多負責調控情緒和趨避衝突的腦區會有強

烈活動。Lin等（2008）使用模擬不確定情境的實驗結果發現，大部分受

試者面對不確定情境時，動用到的腦區大多是情緒相關的區域，此意

味著人們在不確定情境下進行決策，是會誘發情緒系統強烈的活動。

而受試者在比較確定的情境下，則觀察到較多負責認知推理的腦區活

動，顯示人們在不確定情境下，接收到決策的後果時，才有辦法開始

產生對此決策行為後果的認知評估。
Lin的研究團隊在同一個實驗的第二階段，提供同一組參與者相對

「確定」的情境，實驗結果發現在相對「確定」的情境中，受試者決策之

前情緒腦區的活動大幅降低。換言之，在相對「確定」的情境下，對應

的情緒活動也會變弱，此時受試者主要依靠認知系統的引導來進行決策

（Lin et al., 2015）。神經經濟學領域也有許多證據指出當受試者面對「不

確定」情境時，相對容易誘發情緒系統的活動（Glimcher & Fehr, 2014），

且與恐懼、生氣兩種情緒的產生息息相關（Anderson et al., 2019）。

然而，Jin（2009）以實驗法檢視了危機可預測性和可控性知覺對誘

發情緒的影響。其研究結果發現，在高度可預測和高度可控性知覺情

況下，受試者報告的主要情緒是憤怒；而在低可預測性、低可控性的

危機情境中，受試者可能被誘發的主要情緒是恐懼。由於可預測性、

可控性與不確定感成反比，因此當公眾的不確定感高時（可預測性、可

控性皆低），很可能誘發出恐懼的情緒。

綜合以上文獻，可以得出兩個可能的觀點：（一）當人們面對不確

定情境時，大腦的情緒系統會產生強烈的活動。（二）不確定情境可能

會誘發負向情緒為主，且以恐懼居多。以食品安全的危機事件為例，

事件初始階段可能因為消費者對食品危害程度的不確定而產生恐懼情

緒。換言之，不確定感可能引發恐懼情緒。

過去的危機傳播研究，多將焦點集中在責任知覺（如SCCT系列研

究），很少同時探討責任與風險知覺。然而，在諸多探討實際危機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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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裡，卻經常發現，公眾同時存在這兩種知覺，特別是在恐怖攻

擊、傳染疾病（Liu et al., 2016）、公共安全事件（Slovic, 1987; Slovic & 

Peters, 2006）等相關危機中，都能察覺到這兩種知覺同時存在人們心中。

風險是指當實際最後結果未知、但有不利後果發生之可能性時

（Covello & Merkhofer, 1993），人們對不利後果的發生機率及程度的綜

合衡量（Lowrance, 1980）。在危機情境中，風險則指個人可能遭受危機

事件所造成危險的可能性（Coombs, 2014）。Anderson等（2019）指出情

緒會改變公眾對不確定事件發生可能性或風險的感知。Slovic（1987）認

為風險判斷是由不確定感與情境控制（situation control）所決定。Smith

與Ellsworth（1985）則主張，恐懼源自於不確定感與情境控制的評價，

因此，恐懼與風險知覺有高度關聯性。研究表明情緒是決定風險感知

的關鍵因素（Lerner et al., 2003; Loewenstein et al., 2001）。
Lu、Xie與Zhang（2013）以實驗法探討駕駛情緒對風險知覺的影

響，發現恐懼會增加風險知覺，且恐懼在確定性評價對駕駛風險知覺

的影響中具有中介作用。換言之，當不確定感提高時，駕駛的恐懼程

度顯著提升，進而其風險知覺也增加。Hengen與Alpers（2019）以三種

恐懼刺激物的調查結果也顯示，高度恐懼的人會高估與恐懼相關遭遇

之負面風險，亦即恐懼正向影響風險知覺。將此概念應用至危機情

境，因危機不確定感而引發的恐懼情緒，由於事關己身的安危威脅，

可能加重公眾的風險知覺。

綜上，不確定感可能引發恐懼情緒與風險知覺，恐懼又可能影響

風險知覺，則恐懼很可能在不確定感與風險知覺之間扮演中介角色。

為證實不確定感、恐懼與風險知覺之間的關係，本研究提出：

研究假設一： 不確定感不僅直接影響風險知覺，還可能透過恐懼

間接影響風險知覺。

情緒與認知

心理學家認為人們在尚未充分認知狀況下，經由外界情境直接觸

發情緒的狀況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因為情緒自動化運作的速度可能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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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認知歷程的運作速度（Zajonc, 1984）。ECDM也認為危機事件發生

初始階段，公眾可能根據媒體報導的框架形成有限的認知從而作出情

緒反應（Lu & Huang, 2018），例如公眾對危機事件的危害結果不確定時

會產生恐懼情緒，此即認知影響情緒。
ECDM強調公眾的情感體驗在組織危機中發揮著關鍵作用，Lu與

Huang（2018）認為危機傳播學者往往忽視了情緒在認知中與理性同等

重要的可能性，因此疾呼學者應該重視情緒導向模式的研究取徑。功

能性情緒理論也聲稱，情緒可以觸發知覺反應，使人們能夠迅速處理

他們遇到的問題或機會（Frijda, 1986）。公眾因不確定感而生的恐懼情

緒，將如何影響其認知呢？Lu與Huang從四個面向探討情緒對認知的

影響：（一）資訊處理程式；（二）選擇性處理；（三）資訊回憶；（四）責

任歸因。他們假定情緒會影響公眾處理資訊的深度（Small & Lerner, 

2008）、選擇性注意的範圍或標的（Nabi, 2003）、回憶的面向或內容

（Bower, 1981）以及組織應該承擔責任的判斷（Coombs & Holladay, 

2007）。例如組織過去表現與危機責任知覺之間的關係可能受情緒強度

的影響（Eaddy & Jin, 2018）。

有關情緒與危機責任之間的關係，SCCT主張危機責任知覺影響情

緒，當感知組織應承擔較重責任時，公眾怒氣將提高，甚至在極端情況

下還可能產生幸災樂禍的情緒；反之，當感知組織應承擔責任輕微時，

公眾怒氣將和緩、還可能產生同情的情緒（Coombs, 2014）。但Keltner、
Ellsworth與Edwards（1993）指出，憤怒的受試者多將責任歸咎於他人。
Small、Lerner與Fischhoff（2006）的研究也發現不同情緒傾向的歸因類

型有別，例如怒氣與悲傷都容易導致性格歸因、而非情境歸因。

這些情緒影響責任歸因的研究，使得只考慮理性評價危機責任的

合理性遭受到挑戰。情緒對危機責任認知的影響，可能不亞於、甚至

大於危機責任認知對情緒的影響。因此，Kim與Cameron（2011）認為

有必要檢視情緒是如何影響公眾的歸因過程。換言之，因不確定感引

發的公眾怒氣，可能加重公眾對組織應該承擔的危機責任知覺。

至於恐懼情緒與危機責任的關係，姚惠忠（2014）針對塑化劑事件

的研究發現，恐懼會影響危機責任知覺。Zhang與Zhou（2020）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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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也發現，恐懼與危機責任的三個面向（意圖性、義務性與發生起

源）皆顯著正相關，且恐懼正向影響危機責任。另外，Brookes與Baker

（2021）有關肥胖風險報導的研究顯示，英國媒體報導聚焦於肥胖既是

癌症等疾病的危險因素，又是飲食過量或睡眠不足等危險因素的後

果。他們認為強調個人責任的恐懼訴求，若越能引起受眾的恐懼感則

越能使公眾願意去執行建議的行動意圖。換言之，恐懼感可能影響公

眾的責任判斷進而影響其行為意圖。
Thagard（2019）指出，情緒是因果相關的，一種情緒常常可能導致

另一種情緒，例如恐懼可能引發怒氣。這種因果關係是基於評價、語

言和生理的神經相互作用的結果。就評價而言，如果您意識到某人使

您感到恐懼，並對此恐懼負有責任，您可能會因為他們讓您感到恐懼

而生氣。就語言而論，人類評價過程的一部分是使用語言來描述情

況，並且適合於某種情況的語言可能會在情緒之間重疊。例如，用一

些諸如「非法」之類的否定詞來描繪移民，可能使人們對移民感到恐

懼，從而導致對移民感到憤怒。另外，情緒不僅僅是認知的判斷，也

可能是生理的影響。因為就心血管、呼吸和皮膚的刺激而言，生理上

的恐懼和憤怒對自主神經系統的影響幾乎相同（Kreibig, 2010）。

研究指出，如果人要成功地透過認知來調節情緒，需要有高層次

的認知功能，例如由上而下的控制，但這種控制在高壓力情況下可能

會受損。這就需要「不經由認知」的自我調節策略（Raio et al., 2013）。
Zhan等（2015）指出不同情緒之間可不經由認知就相互促進或抵消，這

為發展「不經由認知」的情緒調節策略提供了深刻的洞見。Zhan等

（2015）以實驗法證實了恐懼會促進憤怒和暴躁行為。

綜上論述，恐懼與怒氣皆可能影響危機責任知覺，恐懼又可能影

響怒氣，則怒氣可能在恐懼與危機責任知覺之間扮演中介角色。為證

實此一中介關係，本研究提出：

研究假設二： 恐懼不僅直接影響責任知覺，還可能透過怒氣間接

影響責任知覺。

ECDM強調情緒會影響認知、認知也會影響情緒。從認知導向模

式觀察，因不確定感而生之風險知覺，可能因為此一關乎自身安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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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威脅的認知而影響情緒。例如食品廠商於其產品中添加化學物質，

但具體危害程度仍不確定情況下，公眾可能產生恐懼情緒、恐懼情緒

影響公眾的外食風險知覺，此風險認知可能進一步引發公眾對食品廠

商之怒氣。Sun等（2020）的研究指出相對於感到被公平對待的人們而

言，那些感到被不公平對待的人們對基因改造食品的風險感知、怒氣

都較高。此一因不公平待遇衍生之風險知覺，則可能產生更大的怒

氣。換言之，風險知覺的增加可能強化公眾的怒氣。

假設一指出恐懼可能影響公眾自身的風險知覺，假設二也指出恐

懼可能引發公眾對廠商之怒氣，如果風險知覺可能強化公眾怒氣，則

風險知覺可能在恐懼與怒氣之間扮演中介角色。為證實此一中介關

係，本研究提出：

研究假設三： 恐懼不僅直接影響怒氣，還可能透過風險知覺間接

影響怒氣。

風險知覺、責任知覺與組織聲譽

Kermisch（2012）指出，在判斷風險時，道德關注似乎比恐懼扮演

著更重要的角色。人們傾向於關注「應該受到道德譴責的行為」並拒絕

它們。這些行為可以分為四類：惡意、魯莽、疏忽和無能。「惡意是故

意給人們帶來傷害或風險的行動；魯莽是明知會造成傷害，但在決定

是否採取行動時卻沒有考慮到這一點；疏忽是沒有考慮到行為是否會

給他人帶來風險，而這些風險是可以合理預見的；無能是應該執行適

當的風險評估，並採取適當的行動，但卻沒做到」（Wolff, 2006, pp. 

418–419）。因此，Kermisch（2012）認為人們的風險判斷與事件之起

因、歸責（blame）與羞愧（shame）程度皆有相關。

當公眾的風險感知偏高時，可能將起因歸咎於廠商的惟利是圖心

態，從而提高廠商應該承擔事件責任之知覺。將此概念應用至危機傳

播，當不確定感引發恐懼導致風險知覺提高時，偏高的風險知覺將加

重公眾認為組織應該承擔危機責任的知覺，即風險知覺可能正向影響

責任知覺。前述恐懼會影響風險知覺與責任知覺，風險知覺又可能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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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責任知覺，則風險知覺可能扮演恐懼情緒與責任知覺之中介變項。

因此提出：

研究假設四： 恐懼不僅直接影響責任知覺，還可能透過風險知覺

間接影響責任知覺。

假設三涉及風險知覺影響怒氣，假設二提到怒氣將影響責任知覺，

假設四又指出風險知覺會影響責任知覺，因此，公眾怒氣可能在風險知

覺與責任知覺之間扮演中介角色，為證實此一中介關係，本研究提出：

研究假設五： 風險知覺不僅直接影響責任知覺，還可能透過怒氣

間接影響責任知覺。

公眾常因為危機事件而對組織產生不信任的態度，甚至給予組織

相當負面的評價，因此修護組織聲譽成為組織溝通的主要目的之一。

危機傳播研究也經常以組織形象或聲譽的修護程度作為效果衡量指

標，例如Benoit（2015）的形象修護理論或Coombs（2014）的SCCT。危

機文獻對形象與聲譽這兩個名詞經常交替使用，並無嚴格區分（姚惠

忠，2012）。所謂組織聲譽或形象，係指公眾基於組織過去表現是否符

合公眾期望，對組織所作的整體評價（Rindova & Fombrun, 1999）。

危機責任影響組織聲譽是SCCT的關鍵主張（Coombs, 2007），如果

公眾認知組織在事件中的責任越重，則該組織的聲譽威脅越大。但此

一主張的研究結果並不一致。Ma與Zhan（2016）針對1990至2015年11

篇探討危機責任與組織聲譽關係的後設研究（meta-analysis）發現，這兩

個變項在各研究的相關係數從–.19到–.67。負向關係雖然屹立不搖但

效果幅度卻呈現分歧，經過Ma與Zhan的測量誤差修正後，兩變項的

相關係數為–.54，呈現中強的負向關係。本研究想探討：危機責任與

組織聲譽的中強負向關係在不確定情境下，是否依然成立。
Coombs（2007）提出SCCT模型時，並未提及負面情緒直接影響組

織聲譽。Choi與Lin（2009）以美國玩具商–美泰（Mattel）玩具公司召回

含鉛塗料有毒玩具之事件為例，藉此探討兒童父母對此事件所產生之

情緒反應，以及這些情緒對組織聲譽與行為意圖的影響。他們的研究

結果顯示公眾怒氣會顯著負向影響組織聲譽，即怒氣越高則組織聲譽

越差。本研究也想探討：因為恐懼和風險知覺而生的怒氣，對組織聲

譽的影響是否依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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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以上概念應用至食品安全危機脈絡，公眾的責任知覺與怒氣可

能影響公眾對涉事組織的評價，假設二又提到怒氣可能影響責任知

覺，因此責任知覺可能在公眾怒氣與組織聲譽之間扮演中介角色，因

此提出：

研究假設六： 公眾怒氣不僅直接影響組織聲譽，還可能透過責任

知覺間接影響組織聲譽。

綜合假設一至六，因不確定感而引發之負面情緒，可能與兩種知

覺交互作用，從而影響到組織聲譽。其中不確定感影響恐懼、風險知

覺影響怒氣的路徑屬於認知導向模式；恐懼影響風險知覺與責任知

覺、怒氣影響責任知覺的路徑則屬情緒導向模式。為釐清因不確定感

而引發的情緒與認知如何相互作用，以供危機管理者制定更有效的回

應策略從而修護組織聲譽，本研究擬驗證的模型，可整理成圖一的「研

究前架構」。

圖一　研究前架構

研究方法

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在探討含糊或不完整訊息所導致不確定感的後果，需要

操弄不確定性來源，以誘發受試者的不確定感，進而調查其知覺與態

度，故適合以實驗調查法進行研究。刺激材料描述某食品廠商添加化

學物質，但此物質對人體是否危害，卻因專家意見分歧、矛盾或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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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而呈現不確定（Markon & Lemyre, 2013）。三種不確定版本劇情（如

附錄）以新聞報導方式呈現。然後是操弄檢測題項，採「是」或「否」之

選擇題呈現，各版本的操弄題項分別是：（一）這類化學物是否會危害

人體，專家們的看法仍含糊不明。（二）這類化學物是否會危害人體，

在科學證據上存在矛盾的結論。（三）這類化學物是否會危害人體，目

前尚無專家意見或任何科學資料可以證實。

操弄檢測目的在確認受試者是否在刺激材料中看到引述的不確定

來源，凡答錯操弄檢測題者即排除納入正式分析。為確保刺激材料能

引發受試者的不確定感，本研究以便利抽樣進行前測，前測樣本196份

（專家意見分歧組67位，數據矛盾組68位，缺乏數據組65位）。前測結

果：整體不確定感平均數5.39，各組不確定感平均數分別為5.40、
5.28、5.48，在七點尺度中皆屬高度不確定感，因此三種不確定來源皆

能有效誘發不確定感。三組不確定來源的變異數分析（ANOVA）結果顯

示三組受試者之不確定感並無顯著差異（F = .73, p = .48）。為期本研究

所建構模型之一般化，即模型適用於所有可疑資訊所產生的不確定

感，正式調查除沿用這三種刺激來源來誘發受試者之不確定感外，並

增加確定有危害之對照組，以資佐證不確定感之確實誘發。

衡量變項

不確定感，係指受試者認為此化學物質影響消費者健康的確定程

度。主要參考Heath與Gay（1997），共有三題：「我非常確定，這家公

司產品所使用的化學物，不會顯著影響消費者的健康（反向題）」、「我

不太有自信能向別人說明這類化學物是否存在健康風險」、「這類化學

物是否存在健康風險，現在還不好說」。

恐懼，係指受試者對食品安全或相關產品感到害怕或不安的程

度。主要參考 Izard（1977），共有四題：「這個事件，讓我對食品安全

感覺恐懼」、「經過此事件，我不知道還有甚麼食品可以安心食用」、

「這個事件，讓我對食品安全感覺不安」、「經過此事件，我對受波及的

相關產品都感到害怕」（姚惠忠 ,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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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氣，係指受試者對涉事組織感到憤怒或生氣的程度。主要參考
Izard（1977），共有四題：「針對此事件，這家公司讓我覺得憤怒」、「看

完這則報導，這家公司讓我覺得生氣」、「看完這則報導，讓我對這家

公司產生不快的感覺」、「針對此事件，我對這家公司並不感到生氣（反

向題）」（姚惠忠 , 2014）。

風險知覺，係指受試者認為此事件對自己健康會產生不良影響或威

脅的程度。主要參考Sitkin與Weingart（1995），共有四題：「我感覺這

個事件，對我的健康有不好的影響」、「這個事件發生後，我感覺食品安

全有重大威脅」、「這個事件讓我感覺，外食存在很大風險」、「這個事件

讓我感覺，周遭親友食品安全的風險頗高」（姚惠忠 , 2012; 2014）。

責任知覺，係指受試者認為涉事組織對此事件應承擔責任的程

度。主要參考Coombs與Holladay（2002），共有三題：「我認為此事件

是上游廠商所引起，作為下游廠商的這家公司不需要為此事件負責（反

向題）」、「我認為此事件是這家公司無法控制的，這家公司沒有責

任」、「我覺得這家公司應該對社會的疑慮負責」。

至於組織聲譽，係指受試者對涉事組織關心大眾福祉的程度以及對

此組織是否信任之評價。主要參考Coombs與Holladay（2002），共有五

題：「我認為這家公司有為大眾福祉著想」、「基本上我認為這家公司是

誠實的」、「從這家公司在此事件中的表現，我不相信這家公司對此事件

有誠實面對（反向題）」、「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我傾向於相信這家公司

的說法」、「從這家公司的表現，我認為這家公司不關心大眾（反向題）」

（姚惠忠 , 2012; 2014）。

樣本描述

本研究以手搖茶產品原料添加化學物質為刺激材料，台灣年輕人為

手搖茶產品的主要消費者。根據受試者所填答資訊，受試者對手搖飲

料的消費習慣，每天消費的佔2.60%，一周消費三次以上者佔16.48%，

一周消費一至兩次者佔25.72%，偶而消費的最多，佔52.89%，從不消

費的最少，佔比2.31%。受試者一周消費一至兩次以上者44.80%，顯見

大學生是刺激材料相關產品的主要消費者，故本研究以台灣五所大學學

生為調查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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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利抽樣方式選取受試者，首先選定五所分佈於台灣北中南的

大學，懇請大學中各2–3位教師，協助招募學生參與調查，共計招募到
400位學生，扣除填答不完整與未通過操弄檢測者，合格問卷計346份

問卷。受試者被隨機分配至四組，各組參與者分別是確定有害組85

位、專家意見分歧組89位，數據矛盾組84位，缺乏數據組88位。參與

者的性別，236位女性（68.21%）和110位男性（31.79%）；年齡分佈介於
18至32歲之間，以18–20歲最多286位（82.66%）、21–22歲次之39位

（11.27%）、23–29歲再次之14位（4.05%）、18歲以下4位、30歲以上3

位（兩者合計2.02%）。

研究分析

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採用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檢

驗建構效度。其中，收斂效度之指標包括「因素負荷大於 .50」、「組成

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大於 .70」。至於「平均變異數萃取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過去方法學之學者建議AVE數值應

該高於 .50 以上，但若AVE數值要高於 .50以上，表示因素負荷量皆必

須高於 .70 以上，而考量數據資料實際面向的問題，亦可以有折衷的作

法， 即AVE數值高於 .36以上仍可接受之標準。（Fornell & Larcker, 

1981）。另外本研究以「AVE與潛在變項配對相關值之比較法」進行區別

效度之檢驗。兩者皆通過檢驗者，表示量表達到建構效度。另外以

「Cronbach’s α係數與CR大於 .70」兩項指標檢驗信度。
CFA的結果顯示，不確定感與組織聲譽變項各有一題的因素負荷

小於 .50，將這兩個題項移除之後，各變項之因素負荷量除責任知覺介

於 .56–.90之間外，其他變項的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80以上。各變項的
CR與AVE分別是：不確定感（.71, .55）、恐懼情緒（.90, .70）、風險知

覺（.90, .70）、怒氣情緒（.95, .86）、責任知覺（.74, .52）、組織聲譽（.74, 

.46）。以上CR皆大於 .70的檢驗標準，AVE則皆大於 .36的可接受標

準，表示各變項具有良好或可接受的收斂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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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區別效度方面，各變項的AVE平方根分別是：不確定感 .74、恐

懼情緒 .83、 風險知覺 .83、 怒氣情緒 .92、 責任知覺 .72、 組織聲

譽 .67。以上數值均大於各變項間之相關係數，顯示區別效度及共線性

診斷符合標準（Grewal et al., 2004），故具有區別效度。換言之，本研

究各變項之衡量達理想或可接受之建構效度。

至於信度方面，各變項的 CR 已如上述皆大於 .70。各變項的
Cronbach’s α係數分別是：不確定感 .71、恐懼情緒 .90、風險知覺 .90、

責任知覺 .71、怒氣情緒 .95、組織聲譽 .71。以上數值也均大於 .70標

準，表示各變項皆達理想信度。信效度指標整理如表一所示。

表一　描述性統計與變項品質分析

衡量構面 平均

數

標準差 組合

信度

AVE α 1. 2. 3. 4. 5. 6.

1.不確定感 5.17 1.28 .71 .55 .71 .74

2.恐懼 4.55 1.24 .90 .70 .90 .14** .83

3.風險知覺 4.77 1.23 .90 .70 .90 .12* .80*** .84

4.責任知覺 5.36 1.11 .74 .52 .71 .04 .03 .04 .72

5.公眾怒氣 4.75 1.17 .95 .86 .95 .10 .55*** .57** .21** .93

6.組織聲譽 3.57 0.91 .74 .46 .71 .15*** –.03 –.06 –.47 –.22** .67

註：粗斜體是AVE平方根；對角線下方是各變項的相關係數；*p < .05，** p < .01，***p < .001

假設檢定

為確保刺激材料確實能誘發不確定感，計算各組不確定感平均數

分別為5.49、5.36、5.33，在七點尺度中皆屬高度不確定感，且與對照

組的不確定感4.47呈現顯著差異（F = 13.03, p < .001），因此操弄成功。

但三組不確定來源的不確定感仍然沒有顯著差異（F = 0.51, p = .60），

顯示當資訊呈現專家意見分歧、科學數據矛盾或缺乏科學資訊時，都

能引發公眾一定程度的食品安全不確定感，惟這三種來源所造成的不

確定感並無差異。

本研究採用Hayes’s PROCESS Model 4來檢驗六個中介關係。該分

析經過5,000次取樣bootstrapping分析後，主要檢視直接與間接效果
95%的CI區間是否包含0。如果直接效果CI區間包含0、間接效果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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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間不包含0，表示直接效果不顯著、間接效果顯著，完全中介關係成

立；但若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CI區間均不包含0，表示直接、間接效

果皆顯著，則部分中介關係成立。

針對假設一，以不確定感為自變項、恐懼為中介變項、風險知覺

為應變項，分析發現直接效果不顯著（β = .03, SE = .03, 95% CI =〔–.03, 

.09〕包含0）。間接效果顯著（β = .16, SE = .05, 95% CI =〔.06, .24〕不包

含0）。顯示恐懼在不確定感與風險知覺之間扮演完全中介，研究假設

一部分成立。意謂不確定感不會直接影響風險知覺，不確定感必須透

過恐懼影響風險知覺。

針對假設二，以恐懼為自變項、怒氣為中介變項、責任知覺為應

變項，分析發現直接效果顯著（β = –.19, SE = .06, 95% CI =〔–.32, –.07〕

不包含0）。間接效果也顯著（β = .21, SE = .04, 95% CI =〔.13, .29〕不包

含0）。顯示怒氣在恐懼與責任知覺之間扮演部分中介，H2成立。意謂

恐懼不但直接影響責任知覺，還會透過怒氣影響責任知覺。

針對假設三，以恐懼為自變項、風險知覺為中介變項、怒氣為應

變項，分析發現直接效果顯著（β = .37, SE = .07, 95% CI =〔.24, .50〕不

包含0）。間接效果也顯著（β = .25, SE = .06, 95% CI =〔.14, .35〕不包含
0）。顯示風險知覺在恐懼與怒氣之間扮演部分中介，H3成立。意謂恐

懼不僅直接影響怒氣，還會透過風險知覺影響公眾怒氣。

針對假設四，以恐懼為自變項、風險知覺為中介、責任知覺為應

變項，分析發現直接效果不顯著（β = –.03, SE = .08, 95% CI =〔–.19, 

.14〕包含0）。間接效果也不顯著（β = .04, SE = .07, 95% CI =〔–.09, .17〕

包含0）。只有恐懼顯著影響風險知覺（β = .79, SE = .03, 95% CI =〔.72, 

.86〕不包含0），故H4不成立。意謂考慮風險知覺之後，恐懼只會影響

風險知覺，不會影響責任知覺。

針對假設五，以風險知覺為自變項、怒氣為中介變項、責任知覺

為應變項，分析發現直接效果顯著（β = –.15, SE = .06, 95% CI =〔–.28, 

–.03〕不包含0）。間接效果也顯著（β = .19, SE = .04, 95% CI =〔.11, .27〕

不包含0）。顯示怒氣在風險與責任知覺之間扮演部分中介，H5成立。

意謂風險知覺不僅直接影響責任知覺，還會透過怒氣影響責任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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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假設六，以怒氣為自變項、責任知覺為中介、組織聲譽為應

變項，分析發現直接效果不顯著（β = –.07, SE = .04, 95% CI =〔–.14, 

.01〕包含0）。間接效果顯著（β = –.11, SE = .03, 95% CI =〔–.17, –.05〕

不包含0）。顯示責任知覺在怒氣與組織聲譽之間扮演完全中介，H6部

分成立。意謂怒氣不會直接影響組織聲譽，但會透過責任知覺來影響

組織聲譽。

圖二　待檢定模型

綜合以上檢定結果，可進一步檢視「研究前架構」。由假設一分析

顯示，不確定感不會直接影響風險知覺；由假設六分析顯示，怒氣不

會直接影響組織聲譽，因此排除這兩條路徑。至於假設四分析結果，

恐懼不會直接影響責任知覺，但由於假設二呈現出恐懼顯著影響責任

知覺，因此恐懼影響責任知覺的路徑仍有待進一步的觀察。綜上，可

將圖一的「研究前架構」修正為如圖二的「待檢定模型」。以下將運用結

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檢視此「待檢定模型」是否

成立。

結構方程模式分析

模型包含六個變項，檢驗變項關係之前，宜先對模型整體進行檢

驗，以免進行多次假設檢驗時，造成第一型錯誤機率（type I error）膨脹

之現象（邱皓政，2006）。檢驗指標包括卡方值（χ2）與自由度的比值、

配適度指標（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比較配適度指標（compa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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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 index, CFI）、調整後的配適度指標（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AGFI）及

平均近似誤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檢驗結果，卡方值與自由度的比值χ2/df = 3.08，GFI = .87，AGFI 

= .84，CFI = .92，RMSEA = .08。各項配適度指標均達理想或可接受

標準（χ2/ df < 3, GFI > .80, AGFI > .80, CFI > .90, RMSEA < .07），顯示

本研究模型配適度尚佳。惟模型的p < .001達顯著水準，顯示樣本與模

型可能不相符。
Bollen與Stine（1992）指出，p值顯著有兩種可能情況，一種是模型

真的不佳，另一種則是可能由於樣本數過大所導致，為釐清是何種可能

造成p值顯著， 本研究進行Bolleen-Stine p值校正（Bollen & Stine, 

1992）。經由校正後，各檢驗指標：χ2/df = 1.23，GFI = .96，AGFI = 

.94，CFI = .99，RMSEA = .03。χ2/df明顯大幅下降且所有配適度指標皆

進入良好，簡言之，p值顯著的原因是來自於大樣本所導致，故再次驗

證本研究模型具有良好配適，緊接著檢視路徑分析。

表二　SEM路徑係數分析

路徑 標準化估計值 標準誤 p

不確定感 → 恐懼   .26 .07 **

恐懼 → 風險知覺   .81 .08 ***

恐懼 → 怒氣   .34 .14 **

恐懼 → 責任知覺 –.29 .11 ***

風險知覺 → 怒氣   .36 .14 **

風險知覺 → 責任知覺   .01 .20 .96

怒氣 → 責任知覺   .28 .09 ***

責任知覺 → 組織聲譽 –.66 .06 ***

註：**p < .01，***p < .001

根據SEM路徑分析結果（如表二），發現仍有一條路徑不顯著：風

險知覺到責任知覺。排除此路徑後，本研究的「待檢定模型」可修正為

圖三之「驗證後之SEM模型」來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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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驗證後之SEM模型

為進一步確定不確定感影響組織聲譽的路徑，本研究同時考量
SEM和PROCESS模型的優點，先以潛在變數驗證完成SEM模型後，

接著透過多重中介路徑的PROCESS客製化模型（custom model）進行路

徑分析。因為文獻指出PROCESS是分析多重中介路徑的強大工具

（Hayes, Montoya, & Rockwood, 2017; Hayes & Rockwood, 2020）。以圖

三的模型而論，不確定感影響組織聲譽共有三條路徑：（一）不確定感

→恐懼→怒氣→責任知覺→聲譽；（二）不確定感→恐懼→責任知覺→

聲譽；（三）不確定感→恐懼→風險知覺→怒氣→責任知覺→聲譽。測

試結果，路徑一（95% CI =〔–.01, –.001〕不包含0）與路徑三顯著（95% 

CI =〔–.01, –.001〕不包含0），而路徑二不顯著（95% CI =〔–.02, .001〕包

含0）。因路徑二不顯著，故排除「恐懼→責任知覺」路徑，此模型可再

修正如圖四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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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不確定感驅動之雙因素危機傳播模型

討論與結論

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研究透過文獻推導出六個中介關係，整合這六個中介關係組成

一個「研究前架構」。然後以食品廠商於產品中添加化學物質可能造成

公眾安全疑慮為刺激材料蒐集資料，經過中介關係檢定，修正「研究前

架構」進而形成一個同時考慮情緒與認知的「待檢定模型」。最後透過
SEM與Custom PROCESS模型分析，得出「不確定感驅動之雙因素危機

傳播模型」。研究結果與發現，討論如後：

I. 管理不確定感是危機溝通之要務

本研究發現專家意見分歧、科學數據矛盾或缺乏科學數據等三種

不確定來源，皆導致公眾高度的不確定感，且這些來源所誘發的不確

定感並無差異。而高度不確定感會經過一連串情緒與認知的相互作

用，最後不利於組織的聲譽。本研究所驗證的模型不僅發現不確定感

會影響組織聲譽，還指出不確定感是如何影響組織聲譽的路徑：（一）

不確定感使公眾對食品安全心生恐懼，因恐懼而產生怒氣，怒氣進一

步加重公眾的責任知覺，責任知覺對組織聲譽產生威脅。（二）不確定

感會透過恐懼情緒，產生風險知覺，此一風險知覺進一步提升公眾怒

氣。怒氣則會加重公眾的責任知覺，責任知覺影響組織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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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模型將不確定性納入ECDM，呼應了Liu等（2016）危機傳播領域

需要更多不確定性的實證研究之倡議，不僅說明了處於風險中之公眾

是如何應對危機的不確定性，有助於組織理解公眾知覺過程從而更好

管理危機的不確定性。也為組織「傳達指示性與調節性資訊才是危機溝

通第一要務」（Coombs, 2014）的主張提供了理論依據。因為這些資訊有

助於降低公眾的恐懼與風險知覺。

II. 不確定感直接誘發恐懼情緒

Lin等（2015）的實驗結果發現，受試者面對不確定情境時，首先波

動的是情緒而非認知腦區，Anderson等（2019）也主張不確定感可能產

生恐懼與怒氣情緒。Jin（2009）則認為可預測性與可控性皆低的情境下

可能誘發的情緒是恐懼。本研究基於以上論點，提出假設並證實了不

確定感首先引發的是恐懼情緒，而且恐懼情緒還會進一步引發受試者

的風險知覺。此一結果基本上也與Lu等（2013）「當受試者被誘發出恐

懼情緒時，其風險知覺會顯著提高」的研究發現一致。

值得關注的是，本研究發現不確定感不會直接引發風險知覺，必

須透過恐懼情緒才會影響風險知覺。何以致此？本研究認為此一結果

正好呼應了ECDM的主張：「在危機事件的初始階段，公眾收到的危機

資訊並不完全，因此公眾對初始危機資訊的認知評價（不確定感）可能

引發情緒反應（恐懼），並與隨後的認知過程（風險知覺）相互作用」。

換言之，本研究結果初步證實情緒導向模式確實存在於食品安全性質

的危機情境中，且將與認知導向模式相互作用進一步影響受試者的態

度與行為。

Ⅲ . 恐懼透過風險知覺影響怒氣

Thagard（2019）主張恐懼可能引發怒氣。本研究結果基本符合其主

張，且發現恐懼影響怒氣的可能路徑：恐懼不僅直接引發怒氣，且會

透過風險知覺進一步強化怒氣。Anderson等（2019）主張不確定感可能

產生恐懼與怒氣，本研究更進一步釐清了這三者之間的路徑關係。此

外，本研究「恐懼→風險知覺→怒氣」的路徑關係也呼應了Sun等（2019）

有關轉基因食品風險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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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等（2019）將轉基因食品風險衍生的情緒分為兩類：「基於後果」

（consequence-based, 如恐懼）和「基於道德」（morality-based, 如憤怒）的

情緒。他們的研究發現那些感覺事情超出自己控制範圍的人，會產生

更強烈基於後果的情緒（恐懼）；而那些感覺被不公平對待的人，則基於

道德的情緒（怒氣）會更強烈。本研究操弄食品安全威脅的不確定性，

公眾很容易產生無法控制的知覺，因此產生基於健康威脅後果的情緒

（恐懼）。恐懼情緒導致風險知覺提升，因為事涉自己的安全風險，此

時公眾可能產生被不公平對待的感覺，因此產生基於廠商違反道德的情

緒（怒氣）。

IV. 誘發風險與責任知覺的情緒來源不同

假設二的檢驗結果發現，恐懼直接影響責任知覺；但假設四的檢

驗結果，卻呈現恐懼對責任知覺之影響並不顯著；整體模型檢驗結果

也呈現不顯著，深究其差別主要是風險知覺變項之加入。當不考慮風

險知覺時，恐懼會加重受試者的責任知覺，但考慮風險知覺之後，恐

懼主要影響的是風險而非責任知覺。因此呈現出不同情緒影響不同知

覺的現象：恐懼影響風險知覺、怒氣則影響責任知覺。

此一結果除再度突顯情緒導向模式（恐懼→風險知覺、怒氣→責任

知覺）確實存在之外，如果結合Sun等（2019）的觀點，基於後果的情緒

將影響受試者的風險知覺，基於道德的情緒則會影響受試者的責任知

覺。因此，危機管理者試圖降低恐懼的溝通策略可以減少公眾的風險

知覺；試圖緩解怒氣的策略則有助於降低公眾對涉事組織應負責任之

感知。可見，面對可能造成利害關係人危險威脅的危機事件，組織不

應該只關注責任知覺，也應該重視利害關係人之風險知覺。

V. 風險知覺透過怒氣影響責任知覺

本研究的路徑分析發現：風險知覺會透過怒氣間接影響責任知

覺。公眾會因為安全威脅感知加重對危機涉事組織的怒氣，此一怒氣

進一步強化公眾認為組織應該承擔責任的感覺。此一結果與強調認知

導向模式的SCCT主張有所不同，SCCT只探討危機責任未涉及風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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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且危機責任影響公眾怒氣（Coombs, 2007），究竟怒氣與危機責任

的關係為何呢？
Zhang與Zhou（2020）指出嚴重性和相關性（relevance）在預測責任

歸因方面具有顯著影響，他們的實驗結果發現與低威脅訊息相比，高

威脅訊息會引起公眾歸因於組織更多的危機責任。換言之，當公眾感

覺自己的安全風險提高時，其對事件嚴重性與相關性的看法也將相應

提高，從而使公眾加重涉事組織應該承擔的責任。因此本研究加入風

險知覺概念後，不僅發現這兩種知覺的來源情緒不同，而且還釐清了

這兩種知覺與怒氣的關係：風險知覺會透過怒氣情緒間接影響公眾對

危機的責任知覺。

VI. 恐懼與風險知覺對組織聲譽之影響不容小覷

從怒氣、責任知覺影響組織聲譽的路徑觀察，我們發現責任知覺

在怒氣與聲譽之間扮演完全中介作用。顯示公眾對危機組織之所以產

生負面評價，主要來自兩個面向：一是組織對危機事件負有責任、二

是因為組織作為冒犯到公眾安全，而對涉事組織所產生的怒氣。此一

結論正符合Benoit（2015）形象修護理論之主張：危機事件對組織之所

以構成聲譽或形象威脅，需要兩個前提要件：一是組織對該事件負有

責任、二是該行為或事件對公眾具有冒犯性（offensiveness）。當公眾安

危遭受威脅，感到被冒犯而產生怒氣，但組織沒有責任時，因冒犯而

生之怒氣不會直接影響組織聲譽；本研究結果更表明，當組織對此冒

犯行為有責任時，則將加重公眾的危機責任知覺從而對組織產生負面

評價。

進一步觀察模型路徑可發現，不確定感影響組織聲譽的兩條路徑

最後都必須透過怒氣→責任知覺→組織聲譽；問題是怒氣從何而來？

怒氣主要來自恐懼與風險知覺。這兩條路徑顯示恐懼情緒與風險知覺

的重要性。雖然責任知覺對組織聲譽的影響係數（–.66）很高，但由於

責任知覺主要來自於公眾怒氣，而怒氣又來自於恐懼與風險知覺，因

此不容小覷恐懼情緒與風險知覺對組織聲譽之破壞力。換言之，在公

眾有風險威脅的情境下，組織欲進行聲譽修護，除了怒氣與危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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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之外，也要關注公眾的恐懼情緒與風險知覺，因為恐懼情緒與風

險知覺都會強化公眾的怒氣。

理論貢獻與管理意涵

既有文獻雖將不確定性明列於危機定義中且強調其為危機本質，

但卻未見文獻檢驗其對危機知覺之影響。本研究將公眾不確定感納入

模型，探討其對組織聲譽之可能影響路徑，有助於建構不確定情境的

危機傳播理論，此乃本研究理論貢獻之一。汪睿祥與姚惠忠（2015）指

出，危機後公眾的情緒是混雜在一起，難以深入討論。本研究以危害

程度不確定為刺激材料，發現不確定感將直接引發恐懼情緒，恐懼情

緒不僅直接引發怒氣還會透過風險知覺間接影響怒氣，此一發現釐清

了危機情境下情緒之間的關聯路徑，即恐懼→風險知覺→怒氣，此乃

本研究理論貢獻之二。

從圖四建構完成的模型可見，風險知覺的情緒來源是恐懼、責任

知覺的情緒來源則是怒氣，且風險知覺會透過怒氣影響責任知覺。此

一發現不僅釐清了雙軌模型的相互作用關係，也意味著在公眾有風險

威脅的危機情境下，組織不能只關注公眾的責任知覺，因為公眾的風

險知覺會進一步加重其責任知覺。此一發現擴展了既有危機傳播理論

之內涵，乃本研究理論貢獻之三。SCCT強調責任知覺，遵循認知導向

模式建構危機傳播理論，本研究從不確定感出發，強調因不確定引發

的情緒可能造成的影響，研究結果不僅驗證了情緒與認知導向同時存

在且交替出現，還釐清了這兩種導向模式的影響路徑，此將有助於危

機傳播理論更臻完善，乃本研究理論貢獻之四。

理論貢獻之外，本研究結果還有一些管理意涵。首先是不確定性

的管理，模型顯示不確定感會通過公眾情緒、知覺進而影響組織聲

譽，組織欲修護聲譽，應循其源頭即管理公眾的不確定感。Coombs

（2014）指出，危機管理者必須提供與危機有關的資訊給利害關係人，

因為危機初始階段公眾往往不能立即獲得資訊（Seeger, 2006），或只能

接收到不完全的資訊（Lu & Huang, 2018），所以產生資訊需求以減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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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感和焦慮（Ye & Ki, 2017）。鄭宇君與陳百齡（2012）也強調在災難

的不確定情境下，公眾需要關於災難的正確資訊才能夠進行救援或避

難。因此，盡速提供危機相關資訊以降低公眾的不確定感，將是組織

危機傳播的基本任務。

模型也顯示不確定感直接引發恐懼、間接引發怒氣情緒。因此安

撫或緩和公眾負面情緒成為組織危機傳播的重要任務。既有文獻指出

指示性與調節性資訊的提供，是保護公眾生理與心理安全的有效策略

（Coombs, 2015）。指示性資訊係「告訴受危機影響的人們應該如何應對

危機的資訊」；調節性資訊則是用來幫助利害關係人在心理上應對危機

的資訊（Sturges, 1994）。這些策略給人的印象是組織將公眾安全放在首

位，並對受害者表達關心（Park, 2017），因此能夠降低公眾恐懼並緩和

其怒氣情緒，從而獲得公眾相對有利的回饋或反應（Ye & Ki, 2017）。

既有危機傳播理論多強調以公眾為中心的觀點，例如形象修護理

論指出，公眾對危機事件的知覺比事件的真實性還要重要（Benoit, 

1997）。SCCT更強調實驗法探求公眾知覺，以提供證據為基礎的策略

建議（Coombs, 2007）。本研究發現恐懼與風險知覺在模型路徑中位居

樞紐位置，且其對組織聲譽之影響效果也不容小覷。據此發現，本研

究認為管理公眾的責任知覺，雖試圖從公眾認知出發，但著眼點仍是

組織利益，仍屬以組織為中心的觀點。而管理公眾的風險知覺，是從

公眾認知的風險威脅出發，著眼於公眾的安危，才是真正以公眾為中

心的危機傳播觀點。因此，考慮公眾恐懼情緒與風險知覺的危機傳播

策略，才能真正讓組織、公眾與社會三贏。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雖有若干發現與貢獻，但仍有一些限制，仰賴未來研究能

夠加以完善或補充。首先從實驗設計上來講，模型中的所有變項都屬

於實驗的測量變項，是由操弄材料（不確定來源）所引發的。因此，對

於這些測量變項之間的因果順序並沒有被實驗設計所固定，可能會因

為操弄材料或問題順序而呈現出差異。換言之，本研究因果推論的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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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仍有待未來研究進一步加以佐證。例如，本研究以食品安全引發

疑慮的危機事件為刺激材料，其結論是否適用於其他危機性質（傳染

病、產品召回、自然災害、恐怖攻擊等）還有待檢驗。又如危機類型，

本研究未處理廠商添加化學物質之意圖，故意與非故意行徑是否導致

不同的情緒強度與影響，尚待未來研究釐清之。

其次，本研究只探討結果不確定對公眾情緒與知覺之影響，並未

涉及環境狀態或回應不確定之影響。前者是指人們不了解環境的組成

部分可能如何變化，例如不確定利害關係人可能採取的行動，或者不

確定相關環境一般變遷的機率或本質；後者係指缺乏因應選項的知

識，或無法預測回應選項的可能後果。為期危機傳播研究能夠更全面

掌握對不確定感之理解與管理，未來研究可針對其他不確定性作更深

入的探究。第三，管理意涵所提若干策略建議，例如，指示性與調節

性資訊是否能透過恐懼與風險知覺的降低，而有助於組織聲譽之修

護，乃綜合既有文獻與本研究結果所推論，還需要進一步實驗研究才

能完全確定。最後，本研究以大學生取樣，大學生雖是刺激產品消費

之主力，但畢竟是非隨機抽樣，研究結果是否能推論至全體民眾，仍

有待未來以隨機方式取樣，以期結論更具一般性。

結論

本研究探討因不確定感引發之情緒與認知的相互作用。研究發現

不確定感影響恐懼、風險知覺影響怒氣屬於認知導向模式；恐懼影響

風險知覺、怒氣影響責任知覺則屬於情緒導向模式。兩種模式同時存

在且交叉出現，在本研究模型中呈現出認知導向（不確定感影響恐懼）

→情緒導向（恐懼影響風險知覺）→認知導向（風險知覺影響怒氣）→情

緒導向（怒氣影響責任知覺）的現象。本研究的路徑分析不僅驗證了Lu

與Huang（2018）認為情緒與認知雙因素並存的命題，更回應了情緒與

認知導向模式應該在危機傳播研究中並重的呼籲。

本研究在驗證模型時發現，風險知覺的重要性並不亞於責任知

覺。這給危機管理者一個相當大的啟示：組織考慮公眾責任知覺雖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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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角度出發，其初衷可能只是想透過迎合公眾責任知覺的策略討好

公眾或修護聲譽，並非基於維護公眾安全之作為，仍屬以組織利益為

中心的管理思維。組織若能從風險知覺角度出發，則不僅站在公眾角

度思考問題，更將公眾安危列為危機處理之優先，才是真正以公眾利

益為中心的危機管理思維。正如Kim等（2011）所提醒：我們可能過於

關注聲譽修護作為危機回應的主要目標，而相對忽略了對保護公眾安

全的重要性。須知公眾是根據組織是否優先考慮公眾利益或福祉，來

評估組織回應策略的有效性。因此，組織惟有顧及公眾安全的策略考

量，才能獲致公眾真正的認同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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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實驗刺激材料共同本文

台灣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食藥署 )在各縣市的食品安全檢

查中發現，由弘毅食品公司所製造的茶粉產品內，添加有某類不常用

於此類產品的化學物質，並已銷售給各縣市的手搖茶飲店、餐飲店作

為茶飲的原料。

附錄二 共同本文之後所接續的各種操弄版本內容

版本1（專家意見分歧）：

食藥署指出，有些專家主張該類化學物質會造成人體健康上的危

害，但也有一些專家持相反意見，認為該類化學物質不會造成人體健

康上的危害。因此，這類化學物是否會危害人體，專家們的看法仍含

糊不明。為徹底保障民眾的食品安全，食藥署已針對該公司的產品展

開更進一步的查驗。

版本2（證據矛盾）：

食藥署指出，有些證據顯示，該類化學物質會危害人體健康，然

而，也有一些科學證據指出，該類化學物質並不會危害人體健康。因

此，關於該化學物是否有害人體，在科學上存在矛盾的結論。

版本3（缺乏數據）：

食藥署指出，目前並無專家意見或任何科學資料，能證明該化學

物質是否會危害人體健康。

對照組版本（確定有害）：

食藥署指出，據食品專家證實，此次弘毅公司所添加之化學物質

確實有害人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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